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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康德问题的高度概括，“人是什么”既是康德哲学的切入点，又是康德

哲学的理论旨趣。对此，康德一方面从先验人类学的视角对其进行了考察，将

这一问题分解为“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和“我可以希望什么”三大

问题，在其不同著作中分别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另一方面，康德又从实

用人类学的视角对其展开了剖析。在康德看来，作为自然存在物，人是自己创

造自己的生命个体即理性的存在者。然而，康德的解答注定了“人是什么”这一

问题绝不可能存有终极的答案，因为人们对此问题的思考越深入，由此产生的

责任也就越大。

·３４·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年４月　第２１卷第２期

　　一如我们所知，所谓“康德问题”，可以归

结为“人是什么”的问题，这是贯彻康德哲学的

主线，也是康德终其一生都在思索的问题。正

如邓晓芒指出的，康德毕生的书斋生涯其实都

是以人的现实生活为背景的，他那一切令人生

畏的思辨最终都有一个集中的主题，这就是人

的存在和使命［１］序１。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康德

问题既是康德哲学的切入点，又是康德哲学的

理论归宿。鉴于此，本文拟通过考察康德问题

的文本依据、康德在其不同著作中对该问题的

解答，以及康德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实用

人类学解释，以期从整体上把握康德哲学的理

论建构，从深层次上去理解康德哲学的理论旨

趣———人类启蒙。

　　一、何谓“康德问题”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将自己哲学研

究的旨趣归结为三个问题的探究：我能够知道

什么、我应当做什么和我可以希望什么。他明

确指出：“我们理性的一切兴趣（思辨的以及实

践的）集中于下面三个问题：１．我能够知道什

么？２．我应当做什么？３．我可以希望什

么？”［２］４６７其中，第一个问题是理论理性（思辨理

性）的问题，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给予了

详细的解答；第二个问题属于实践理性的问题，

尽管其属于纯粹理性，但并非先验的，而是道德

性的，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给予了回答；

第三个问题既涉及理论理性，又涉及实践理性，

是道德律与自然律的统一，属于宗教学，康德在

《纯粹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中给出了答案。

接着，康德在写给卡尔·弗里德里希·司

徒林的信中又提出了第四个问题———人是什

么。他说：“很久以来，在纯粹哲学的领域里，

我给自己提出的研究计划，就是要解决以下三

个问题：１．我能够知道什么？２．我应当做什么？

３．我可以希望什么？接着是第四个也是最后一

个问题：人是什么？在现在给您的著作《纯粹

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我试图实现这个计划

的第３部分。”［３］

最后，在哲学是关于世界概念的科学的意

义上，康德将自己的哲学看作一种关于人类理

性的最终目的的一切知识和理性使用的科学。

据此，康德将前述三个问题归结为一个问题：人

是什么。他认为：“在这种世界公民的意义上，

哲学领域提出了下列问题：１．我能知道什么？

２．我应当做什么？３．我可以希望什么？４．人是

什么？形而上学回答第一个问题，伦理学回答

第二个问题，宗教回答第三个问题，人类学回答

第四个问题。但是从根本说来，可以把这一切

都归结为人类学，因为前三个问题都与最后一

个问题有关系。”［４］换句话说，康德认为，要解

答“人是什么”的问题，必须从三个方面寻找答

案，即人类知识的源泉、知识的可能及其有效范

围、理性的界限。

综上，不难发现，所谓“康德问题”，就是

“人是什么”的问题。这是康德终其一生都在

探索的主题。早在１７６４年，康德就表明了他对

卢梭人学理论的高度评价，尤其是其关于“人

性本善”的思想。据说康德曾因为拜读卢梭的

《爱弥儿》而打破了其“时钟式”的散步习惯。

可见，卢梭的人学思想对康德的影响是巨大的。

康德曾指出：“哲学不是别的，只是关于人的实

践知识。”［５］他还指出：“如果有一种人所需要

的哲学，这就是教人在宇宙中占据一个对他合

适的位置的科学，而人能从这种科学中学习成

为一个人所必须做的事。”［６］这些都是康德在

前批判时期就表露出来的人学倾向。纵观其后

来的思想历程，以现代人的视角观之，仅从认识

论即批判哲学的角度来看待康德哲学，无疑显

得太过于狭隘。对此，Ｔ．Ｎ．奥衣则尔曼明确指

出：“康德学说的主要方向是人本主义的倾向，

其次才是着重于其‘批判主义’的认识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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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７］序１因此，我们必须从人类学的立场来考

察康德的哲学体系。关注人的存在和使命，是

康德的毕生事业，“人是什么”的问题是康德哲

学的核心问题，因为康德对人的认识能力、道德

和信仰等先验的形而上学考察，无不着眼于平

凡的世人。在此意义上，康德的形而上学无疑

是一部经典的先验人类学。康德的“整个‘批

判哲学’（三大‘批判’）都可以看作是建立一种

‘先验的人类学’的努力”［１］序５。据此，我们尝

试从先验人类学和实用人类学的视角来考察康

德对其问题的解答，以期厘清康德在“人是什

么”这一问题上的深刻反思。

　　二、先验人类学解答

　　为了回答“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康德分别

对“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

希望什么”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其一，“我能够知道什么”。这是康德哲学

的逻辑起点，也是解决康德哲学其他问题的必

要前提。在康德看来，世界可以二分为现象界

和本体界。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我们只能认识

现象界的对象。对于自在之物，我们一无所知，

更无法形成关于它的具有确定性的知识，因为

我们只能通过时空这一先天形式感知对象刺激

感官所产生的表象。相反，对于进入时空之中

的感性对象，在先验范畴的作用下我们则可以

对其进行思考，形成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概念。

对此，康德先后论证了“数学知识何以可能”

（时空是感性的先天直观形式，而时空的先天

直观形式是数学知识普遍必然性的根据和条

件———先验感性论）、“自然科学何以可能”（知

性的先天概念和先天原理是自然科学知识之所

以可能的根据和条件———先验分析论）、“作为

自然倾向的形而上学何以不可能”（理性不可

避免地要超越现象去认识超验的本体，由此产

生的作为自然倾向的形而上学，只不过是一些

先验的幻相———先验辩证论）和“作为科学的

形而上学何以可能”（为了防止纯粹理性超出

经验的有效范围，必须对理性进行划界，对纯粹

理性的理论使用建立法则———先验方法论）。

因此，康德总结道：“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

从直观开始，从那里进到概念，而以理念结束。

虽然人类知识在所有这三个要素方面都有先天

的认识来源，这三个来源初看似乎都对一切经

验的边界不屑一顾，然而一个完成了的批判却

坚信，一切在思辨运用中的理性凭借这些要素

都永远也不能超出可能经验的领域之外，而这

一至上的认识能力的真正使命只是利用一切方

法及其原理，以按照一切可能的统一性原则，其

中最重要的是目的的原则，来追踪自然直到它

的最深邃处，但决不飞越它的边界，在这边界之

外对我们来说除了空的空间外一无所有。”［２］４１５

在康德看来，思维无直观则空，直观无思维则

盲。人类知识源于知性范畴和感性直观的有机

构成，两者缺一不可，而且感性直观是基础，人

类的知识不可能超出感性直观这一范围。那

么，作为纯粹知性概念的范畴是如何与感性直

观结合在一起且保持其普遍必然性的呢？这就

涉及康德哲学的先验演绎问题，即作为纯粹知

性概念的范畴如何应用于经验对象（感性直

观）。康德在考察数学中发现，直观具有先天

的形式———时间和空间，并把直观分为感性直

观和理智直观。所谓感性直观，是仅就区别于

知性而言的直观，不考虑其具体形式，只要它是

感性的即可，不管它是我们的直观还是其他种

类的直观。因此，感性直观对经验对象的客观

有效性是直观自明的。在此意义上，感性与知

性是二元分立的。但是，康德认为还有一种直

观，那就是理智直观，即与人的知性直接相连的

直观，就其性质而言，它属于理智（知性），不属

于感性。理智直观与直观的纯形式时间和空间

直接相连，而作为先天的直观形式，时间和空间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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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验对象直接相连。这是因为，经验对象因

纯粹直观而存在，否则经验对象就不可能被给

予我们。因此，康德将知性与感性的二元分立

消解于知性与直观（纯形式，即时间和空间）的

同一之中，这种同一通过想象力得以成为可能。

至此，康德在现象界范围内解决了“先天综合

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也就回答了“我们能够

认识什么”的问题。

其二，“我应当做什么”。与前一个问题不

同，这不是一个先验问题，而是一个伦理问题，

事关理性的实践运用。在康德看来，人类理性

分为纯粹实践理性和一般实践理性。所谓纯粹

实践理性是指人所具有的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由

意志，一种先验的自由能力。道德就是最纯粹

的实践理性，它把人当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

康德指出，追求幸福，做到“德福一致”，这是我

们应当做的。他说：“去做那使你成为配得上

是幸福的事情吧。”［２］４６９那么，何为“德福一致”

呢？在康德看来，“幸福是对我们的一切爱好

的满足（按照满足的多样性，这幸福是外延的，

按照满足的程度，幸福是内包的，而按照满足的

持续性，幸福则是延伸的）。出自幸福动机的

实践规律我称之为实用的规律（明智的规则）；

但如果有这样一种实践规律，它在动机上没有

别的，只是要配得上幸福，那我就称它为道德的

（道德律）”［２］４７６。康德把幸福定义为：对我们

一切爱好的满足，且根据满足的方式、程度和时

长，将幸福分为外延的幸福、内包的幸福和延伸

的幸福。所谓“德福一致”，就是为了配得上幸

福而追求幸福。去做那些配享幸福的事情，这

是我们内心的道德律令使然。对此，康德将道

德实践的绝对命令概述如下：“实践命令将是

如下所述：你要这样行动，把不论是你的人格中

的人性，还是任何其他人格中的人性，任何时候

都同时用作目的，而绝不只是用作手段。”［７］６４

康德进一步对这一绝对命令进行了提炼，形成

了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即“要这样行动，

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

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８］３７。与纯粹实践理性

不同，所谓一般实践理性，是指人所具有的一般

的感性欲望能力，包括日常生活实践（如生产、

生活等世俗化的实践），它是康德在《实践理性

批判》中的主要批判对象。康德指出，我们要

做的是：以纯粹实践理性为标准去衡量或纠正

人们在一般实践理性中的种种表现，从而考察

人们的全部实践能力。因此，我们需将经验性

的东西与理性的东西分离开来，以防导致迷误

和放纵。“把在这些概念中可能有的经验性的

东西与理性的东西分离出来，这样做就能够使

我们对这两者都有纯粹的了解，并对它们各自

单独有可能提供出什么有确定的认识，于是就

能够一方面预防某种还是粗糙的、未经练习的

评判的迷误，另一方面（这是远为迫切的）防止

天才放纵，凭借这些天才放纵，正如哲人之石的

炼金术士惯常所做的那样，不借任何有方法的

研究和自然知识就许诺了梦想中的财宝，而浪

费了真正的财宝。”［８］２０３在此，康德意在为我们

的行为划定界限，以防将人仅仅当作手段，而忽

略了人也是目的。至此，康德在道德实践的意

义上不仅回答了“我应当做什么”，还为我们的

行为划定了界限，提醒我们“不应当做什么”。

然而，我们要进一步追问：如果我们遵照道

德律令做了我们应当做的，幸福必然会来临吗？

答案是不一定的，因为德性体系与幸福体系的

匹配只是出于道德的需要而做的一个假设（追

求的最高目标）。因此，康德说：“正如按照在

实践的运用中的理性来看，诸道德原则是必要

的一样，按照在理论的运用中的理性来看，同样

也有必要假定，每个人都有理由希望依照他在

其行为中使自己配得幸福的那个程度而得到幸

福，因而德性体系和幸福体系是不可分地但只

是在纯粹理性的理念中结合着的。”［８］１６１道德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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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一致只是在纯粹理性的理念中。换言

之，德福一致只是理论上的假设，在实践中则可

能出现不一致的情况。这是因为，作为有限的

理性存在者，人的感性与理性之间有着明显的

对立，即自然的必然性与先验的自由之间的对

立。因此，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试图对这两

种理性作调和，构建一座由现象界通往本体界

的桥梁。康德说：“于是我就以此结束我全部

的批判工作。我将马不停蹄地奔赴学理的探

究，以便尽可能地为我渐高的年龄再争取到在

这方面还算有利的时间。”［９］至此，康德的批判

哲学似乎走向了终结。然而，康德清楚地意识

到，要彻底地实现德福一致，只能凭借信仰的力

量。他指出，“即使道德学真正说来也不是我

们如何使得自己幸福的学说，而是我们应当如

何配得幸福的学说。只有当宗教达到这一步

时，也才会出现有朝一日按照我们曾考虑过的

不至于不配享幸福的程度来分享幸福的希

望”［８］１６１。如此一来，康德的哲学便由道德走向

了宗教。

其三，“我可以希望什么”。在康德看来，

道德必然导致宗教。这既是其道德哲学的归

宿，也是其宗教哲学的出发点。因为在康德哲

学中，德性与幸福的结合是至善，其与主体的内

在能力（“能够知道什么”）以及内在义务感

（“应当做什么”）不同，它是外在的、非主体的，

只能以非经验的方式通过因果联系将德性与幸

福先验地综合起来，从而确保德性之人对幸福

的希望得以成为可能。他说：“为使这种至善

可能，我们必须假定一个更高的、道德的、最圣

洁的和全能的存在者，惟有它才能把至善的两

种因素结合起来……因此，道德不可避免地要

导致宗教”［１０］序４－５。因为“如果应该把最严格

地遵循道德法则设想为造成至善（作为目的）

的原因，那么，由于人的能力并不足以在造成幸

福与配享幸福的一致，因而必须假定一个全能

的道德存在者，来作为世界的统治者，使上述状

况在他的关怀下发生。这也就是说，道德必然

导致宗教”［１０］序７。因此，康德认为，出于道德的

需要，人们必须创造出可以赐福于人的“上

帝”。只有这样，德性与幸福才能实现必然的

统一，亦即使人的希望得以实现。

作为哲学范畴，“希望”意味着理性的历

险，它将理性诱向未知的领域，这完全超出了康

德所划定的理性界限。“希望”属于理性的僭

妄，但又不可避免，因为它植根于理性之中，纯

属ｎｏｕｓ（努斯）之维亦即自由之境。在康德看

来，“可希望”是最高的“纯存在”亦即大全，它

统摄了自然律和道德律。他说：“如果我做了

我应当做的，那么我可以希望什么呢？这是实

践的同时又是理论的，以致于实践方面只是作

为引线而导向对理论问题以及（如果理论问题

提高一步的话）思辨问题的回答。因为一切希

望都是指向幸福的，并且它在关于实践和道德

律方面所是的东西，恰好和知识及自然律在对

事物的理论认识方面所是的是同一个东

西。”［２］４６７可见，“可希望”既使得德福必然一

致，又使得自然律和道德律走向同一，它与“应

当做”和“能知道”共同建构了理性存在者的三

个向度［１１］。据此，在理性的引导下，作为有限

理性的存在者，必然肩负起这三大使命，以实现

对真善美的追求。因此，“每一个人都必须尽

其力所能及去做，以便成为一个更善的人。只

有当他不埋没自己天赋的才能，利用自己向善

的原初禀赋以便成为一个更善的人时，他才能

够希望凭借更高的援助，补上他自己力所不能

及的东西……知道上帝为自己的永福在做或已

做了什么，并不是根本的，因而也不是对每一个

人都必要的；但是知道为了配得上这种援助，每

一个人自己必须做些什么，却是重要的和必要

的”［１０］４５－４６。至此，康德系统地阐明了他对“我

可以希望什么”这一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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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以理性存在者的视角观之，与

“能知道”“应当做”“可希望”这三大使命相对

应的无疑是“自然”“自律”“自由”这三个维度。

不可否认的是，理性存在者的这三个维度都共

同指向了“人是什么”这一主题，这既是康德哲

学的逻辑起点，又是其理论旨趣。因为在康德

哲学中，只有立命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其先验哲

学的基本命题（如一般性与必然性、道德性与

合法性、自然与自由、世界与上帝）才能获得其

自身意义。也只有立命于此，康德哲学才能超

越生理人类学进而在实用人类学的意义上阐明

理性存在者的“自我创造”特性。因为“生理学

的人类知识力求探索自然使人成为什么，实用

的人类知识力求探索人作为其行动的自由存在

者使自己成为什么，或者能够且应该使自己成

为什么”［１１］。因此，康德哲学的所有批判理论

都指向了以实用人类学为背景的“人”，“人是

什么”是康德哲学的理论主旨。

　　三、实用人类学解答

　　那么，康德眼中的“人”是怎样的呢？康德

在《实用人类学》中明确指出，“即使一个本身

是健全的（没有心灵削弱的）知性，也可能在它

的运用方面伴有削弱……一个在其他方面是健

全的人，（由于自然的或法律上的原因而）在公

共事务上没有能力自己运用知性，就叫作受监

护；如果这是因为年龄上的不成熟，就叫作未成

年，但如果是基于为公共事务而建立的法律规

定，那么就可以称为在法律上或在公民性上受

监护”［１］８３。从人的成长历程可以看出，人一开

始是与其他动物无异的自然存在物，只是在后

来的启蒙中逐步摆脱了动物的本性，发掘出潜

藏于人性中的道德本性，从自然状态中超拔出

来，发展为能够运用自己知性的理性存在者，进

而通达自律与自由，成为具有纯粹实践理性的

公民。康德指出，面对非理性之人的“伪装”和

“欺骗”，由于“某种道德素质”和“某种天生的

理性要求”，理性之人不仅有权对之作“善意的

嘲笑”，还有权“蔑视”其低劣的特性，甚至还有

权公开表示对此类种族的不尊敬。因为，在康

德看来，人具有三种不同的状态：动物、人和理

性存在者，与之对应的特性是舒适、优美和善。

“舒适涉及人，也完全涉及缺乏理性的动物；优

美仅仅关乎人，即兼具动物性和理性的存在者；

善反而适用于任何一般有理性者。”［１１］因此，康

德指出，理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性，“它要求

人类不是表现为恶，而是表现为一个从恶不断

地进步到善，在阻力之下奋力向上的理性生物

的类”［１］２１３。善是人类的普遍意志，不可能依靠

某个人的自由协调来实现，只有凭借具有世界

主义的理性公民组成的进步组织，才能构建人

类的善的“目的王国”。

康德分别论述了人的三个本质特性。首

先，康德从人的自然禀赋出发，肯定了作为自然

存在物的人。人只有将自己理解为只是世界这

一巨大机械装置的一个零件，才能找到其立足

之地并将自身融入自然世界的因果关联之中，

从而在自然科学之中寻求普遍性。只有自在才

能自为，这是自由的前提。其次，人是自己创造

自己的生命个体。人按照个体的法则生产自身

与维系自身生命之所需，他是先验的唯我论者，

具有形而上的独特性，因为“他不仅必须从自

身出发创造一切，把一切都归结于自身，他还更

有必要依照他自己的尺度做出这一切”［１２］２３３。

最后，人是理性的存在者。凭借理性，人才具有

意志的自由，才能创造自己，才能为自然立法，

为自身的行动提供理由。理性与感性相互依

赖，并彰显着人的生理的、有机的本性，因为

“理性按照它自己的洞见和它自己制造的规则

行事，它也就同人的自我生产相一致。这是因

为理性的确只能在人的这条总是独属自己的道

路上，传播它自己的光芒。这个人，为了参与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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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而必须使用他自己的知性。然而，理性接着

还超出了人的自我生产，而同所有其他有着启

蒙冲动的人相联系”［１２］２３７。因此，人作为具有

自由意志的生命个体，在承载一切的自然装置

中创造自我、展现自我，在自己的根据中理解自

我与其他人。通过理性，人将个体性与普遍性

贯通起来，并使之服务于人之目的。这一过程

正是人经验其“如何成为”和“成为什么”的历

程。因此，“人是什么”的问题绝不可能存有终

极的答案，人们对此认知越深，由此产生的责任

也就越大。由是观之，与其说康德哲学为康德

问题寻得了答案，毋宁说康德哲学为人类启蒙

敲开了理性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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